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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

⊙ 楊安華 李 洪 唐雲鋒

 

一 問題的提出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各種公共危機事件在中國不斷出現。「9．11」事件及非典危機的發

生，使公共危機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極大關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危機管理逐步引

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不少學者也開始著手公共部門的危機管理研究，並取得了相當成果，不

僅出現了大量研究危機管理的論著，一些公共危機管理專家也開始嶄露頭角。然而，中國廣大

民族地區1的危機管理至今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相關研究成果並不多見。這於中國大力實施

西部大開發戰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現代化2的宏偉目標是很不相適應的。事實上，同中國其

他地區相比，民族地區危機形態更為複雜多樣，危機意識更淡薄，危機應對能力更差，而危機

承受能力更脆弱。

公共領域的危機是多種多樣的。人們一般把危機劃分為自然的和人為的危機。要一一列舉各種

危機也許不太容易，但是，有幾種類型的危機由於其對人類的危害程度較大而引起人們的普遍

關注，如地質和氣候因素所引起的危機，典型者包括地震、海嘯、洪水、熱帶風暴、火山爆

發、山體滑坡等；環境因素所引起的危機，典型者包括旱災、饑荒、環境的惡化、沙漠化、害

蟲災害等；工業和技術系統的失敗所引起的災害和危機；戰爭和衝突引發的危機，如軍事入

侵、暴動、恐怖主義等；大規模的傳染病所引起的公共衛生危機3。在中國廣大民族地區，公共

危機集中表現為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水災、旱災、火災、傳染性疾病、生態危機、民族

衝突以及異常的民族信仰引發的民族災難等。如：

1996年2月3日19時14分，雲南省納西族聚居地麗江發生7.0級地震。主震發生後又發生餘震

2529次，最大的一次為6級。地震波及範圍相當大。麗江、鶴慶、中甸、劍川、洱源等地建築

物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麗江縣城及附近地區約20％的房屋倒塌。受災鄉鎮51個，受災人口達

107.5萬，重災民有30多萬。人員傷亡人數為17221人，其中309人喪生，3925人重傷，房屋倒

塌35萬多間，損壞60.9萬多間，糧食損失3000多萬公斤，直接經濟損失達40多億元人民幣4。

2002年8月，雲南省民族地區遭遇空前的滑坡泥石流災害，8月10日，思茅地區普洱哈尼族彝族

自治縣、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貢縣發生泥石流災害；8月12日至14日，昭通市鹽津縣、蘭坪白

族普米族自治縣、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發生大面積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災害；8月17日，國家重

點工程小灣電站建設工地發生泥石流。滾滾泥石流夾雜著淤泥、石塊、樹枝，向村莊和田野蔓

延，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如新平縣水塘鎮芭蕉樹，泥漿和石頭像波浪一樣洶湧而下，不到三分

鐘時間，整個村子全被埋沒5。截至8月16日，雲南省共有231人在洪澇、泥石流、滑坡等自然

災害中喪生6。 2004年7月，雲南德宏州盈江縣、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發生泥石流和山體滑



坡等災害至7月23日，已死亡人數增加到26，而整個雲南因泥石流等災變而死亡的人數此時已

經超過了100人7。

2003年7月上旬，湘西州遭受了特大洪災，全州8個縣市全部受災，重災人口達160萬，直接經

濟損失達30億元，給本來就貧困的湘西人民帶來了雪上加霜般的巨大傷害。

筆者所熟悉的湘西土家族村寨雙鳳村8，近60年來，發生了多種類型的突發性危機事件，包括傷

寒和鼠疫等傳染性疾病、重大水災、山體滑坡、大饑荒等，同時受到2003年全國性的「非

典」、禽流感的威脅，生命和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具體情況如下表：

雙鳳村突發性危機事件情況表

危機

名稱
發生時間（年） 造成的損失

鼠
疫

40年代 村民感染大部分，死亡60人

傷
寒

1984 村民感染過半，縣衛生院駐村治療2個多月，死亡3人

饑
荒

1959-1960 一共餓死80人，佔當時村寨總人口的2/5

洪
災

1993；1995；2000 1993年、1995年洪災分別沖走田地40畝和60畝；2000年洪災造成村公路大量毀

壞，沖走茶林10畝、稻田6畝（村寨共200多畝田地）

非
典

2003 為全國性傳染性疾病，對5名外出打工回村人員進行一段時間的隔離觀察，最終

無人感染

資料來源：本資料為筆者調查所得。2003年7-8月，筆者參加了由雲南大學主持的全國少數民族村寨大調查

──土家族的調查，雙鳳村即為調查點。調查組成員共7人，在該村做了為期一個月的田野調查。

近年來，隨著國際範圍內各種危機事件的頻繁發生，中國民族地區危機事件也呈明顯上升趨

勢。這些突發性危機事件，不僅在相當程度上威脅著少數民族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且由於各種

危機事件所造成的巨大經濟、財產損失，嚴重阻礙了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乃至社會穩定，

阻礙了民族地區人民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進程。

與漢族地區相比，民族地區危機意識更淡薄，應對危機的能力更差，危機承受力更弱。

從近年來對突發性危機事件的處理看，中國民族地區危機管理能力是相當弱的，同中國其他地

區相比，由於交通閉塞、經濟、技術落後、各民族地區複雜的地質地貌以及少數民族普遍存在

的聽天由命的傳統觀念，民族地區應對危機事件的能力更弱，危機與危機管理意識更淡薄，當

發生地震、泥石流、山體滑坡、水災以及傳染性疾病等危機事件時，當地政府往往表現出無能

為力，百姓則要麼認為是妖魔出現，要麼覺得司空見慣，於是乎，在危機面前，要麼求神拜

佛，要麼是聽之任之，而未能採取有力的危機防範、應對與管理措施。主要表現為：政府危機

管理意識淡薄，應對危機的能力不高；交通、通訊不發達，資金短缺，技術落後；危機管理人

才奇缺；民眾缺乏危機意識，聽天由命的觀念普遍。危機一旦來臨，其所受的打擊則往往是災

難性的，如前文所說2002年與2004年上半年雲南思茅與德巨集地區泥石流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員

傷亡，給此地經濟的打擊也是致命的，使得不少人無家可歸，莊稼顆粒無收，不少本來已經脫

貧的人們，在危機中，再次被推向貧困的深淵。



因此，從中國民族地區危機與危機管理現狀出發，構建現代化的危機管理體系，提升民族地區

政府與社會的危機管理能力，不僅是保證民族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需要，而

且是民族地區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西部大開發的宏偉戰略取得更大成

功的重要條件之一。

二 中國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現狀及簡評

危機理論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傳統課題，主要分析政治危機，包政權與政府的變更、政治衝突

和戰爭等。其目的在於探索政治危機的根源，尋求處理和應對政治危機、維護政治穩定的方

法。危機管理研究起源於企業管理理論。國際上公共危機管理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著作主要

有巴頓所著的《組織危機管理》、希斯所著的《危機管理》、羅森塔爾的《危機管理:應對災

害、暴亂與恐怖主義》及沃的《應對危機四伏的生活:突發事件管理導論》等。美國「9·11」

事件後，公共部門的危機管理在國際範圍內引起極大關注，國際上對公共危機管理的主要注意

力很快集中到反恐怖主義的國家安全領域。與國外相比，中國有關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起步

晚，大的課題可追溯到中共黑龍江省委黨校劉斌研究員、劉家順研究員、東北林業大學王永青

教授等承擔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重點研究專案「政策科學研究」，其最終研究成

果中已經涉及到公共危機與政府責任問題。9·11事件之後，公共部門危機管理才引起了中國

政府與學者的高度重視，一些課題相繼出現：中國科學院牛文元教授、北京大學丁元竹研究

員、中國人民大學張成福教授、孫柏英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曉河和台灣空中大學洪秀菊博

士、瑞典Crismart的Bengt Sundelius 教授、Eric Stern 博士等先後對中國公共危機管理與

政府責任問題相關領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主要內容包括群體性重大事件、官員腐敗案件屢

禁不止、惡性生產交通安全事故、糧食安全問題、大江大河特大洪澇災害、社會保障失衡引發

弱勢群體社會不滿意度增高、「法輪功」邪教活動、黑社會組織犯罪等。2003 年「非典」之

後，中國公共危機管理研究集中到公共衛生與健康、社會保障與弱勢群體保護、政府問責機制

建設與公共服務等領域。中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胡鞍鋼教授、王紹光研究員、周建明

研究員等主持的課題，針對日益突出的社會不平等、不公平、不穩定及其他社會危機，明確提

出以國家基本制度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構想，目的在於通過國家制度建設消餌社會危機；清華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薛瀾等主持了「社會變革中突發事件應急管理」課題，課題成果著作《危機管

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從社會轉型期的時代大背景探討了中國現階段危機形態的根源和

特徵，勾勒出了中國現代化危機管理體系的基本框架，為促進公共治理結構的順利轉型和社會

的協調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模式。2003 年4 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成立了「SARS 事件

危機管理課題組」，到6 月底，該課題組在三個月內共提供了32 份SARS 專題報告，並形成專

著──《透視SARS:健康與發展》9。近兩年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中國行政管

理》等期刊成了刊發這類文章的重要陣地。這些研究大多從政治學或社會學角度對各種公共危

機進行分類，注重於危機產生的政治學或社會學原因分析，著重研究危機管理的組織戰略決策

問題與政府對公共危機事件的回應，從優化公共治理結構的角度研究政府管理體系完善問題，

研究成果具有較強的政策參考價值。這些研究筆墨主要集中於探討城市危機事件對公共管理的

影響及應對措施，而未將研究真正深入廣大農村和民族地區。

2003 年，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迅速成立了「非典與中國農業、農村經濟」應急課

題組，成員王東陽認為，從「非典」看中國社會，它給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既揭示出社會危

機，又提出新的挑戰並帶來發展機遇10。之後，湖南農業大學成立了「農村公共危機管理」應

急課題組，著重對中國農村公共危機展開經濟學分析，課題組主要成員李燕淩等認為通過分析



認為中國農村公共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農村公共投入太少、投資結構不合理11，並提出了從

農村公共產品供求關係模型，來分析中國農村公共危機產生的經濟學原因的新觀點，同時，也

提出了建立農村公共危機管理機制的政策建議，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創意。在一定程度上說，

以上兩個課題組的研究拓展了中國危機管理的研究領域，即將中國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從城市

推向農村。

另外，管理或危機管理理論開始引入治理洪災、水土流失等自然災害領域。其中程曉陶在洪災

研究中，較早引入了管理理論12；董浩在關於治理山區小流域災害的研究中，初步構建了山區

小流域災害危機管理系統13；最近，中國國際減災委員會副主任李學舉則在〈中國是自然災害

與災害管理〉14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對自然災害進行管理的觀點，從而強調了必須對自然災害進

行有效的管理而不僅僅是治理；劉智勇等人更是明確提出有必要構建公共危機管理學15，不僅

看到了加強公共危機管理的重要性，而且將這一重要性提升到一門學科建設的高度。

綜觀這些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基本上是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分析危機的誘因與特點，並從政

府的維度提出應對、管理危機的策略的，而沒充分認識到民眾尤其是普通百姓在危機管理中的

基礎性作用。其中大多數又是從宏觀上進行分析與探討，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太強，因而難以

解決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實際問題。

當國內外有關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進行的如火如荼時，中國廣大民族地區卻仍然少人涉足。目

前筆者所了解的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蘭州大學高永久教授的有關西北少數民族社會穩定預警系統

的研究，他主持的國家教委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九五」規劃專案──《西北少數民族社會穩定

機制研究》試圖通過構建社會預警系統，從民族心理的調節功能出發，以保證民族社會的穩

定。可以說，高永久的研究拉開了中國民族地區危機管理的序幕。吉首大學楊庭碩等人在《人

類的根基》一書中，從生態人類學的視角，提出了採用「文化誘導法」和「文化要素嫁接法」

救治水土流失等自然災變的理論16，強調了民族文化在治理民族地區自然災害中的獨特作用，

同時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想結合，頗具創意，但強調的只是治理水土流失的方法，而未

能上升到危機管理的高度。

近年來中國民族地區危機事件的頻發度與危害的嚴重性均呈上升趨勢，已經明顯阻礙了民族地

區的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穩定。前文所述有關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由於多是從宏觀上與政府層

面上以及城市範圍內入手的，因而難以適用於民族文化多樣、地域文化複雜的廣大民族地區。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適合民族地區、行之有效的危機管理體系，以達到有效地預防、回應、化

解和消弭各種危機的目的。然而，為甚麼進行該領域危機管理研究的學者並不多呢？個中原

因，一方面，對於危機管理研究人員而言，雖然具備相當的危機管理能力與理論知識，但對民

族地區情況了解不夠；另一方面，於廣大民族學者而言，儘管對各民族文化與民族地區種種危

機深有感觸，但缺乏良好的危機管理理論基礎。因而，二者在該領域難以形成深入的研究。事

實上，同中國其他地區相比，由於交通閉塞、通訊不發達、經濟、技術落後、複雜多樣的地質

地貌以及少數民族普遍存在的聽天由命的傳統觀念，民族地區危機與危機管理意識更淡薄，應

對危機事件的能力更差，該地區危機形態也更為複雜。

前文所述國內外有關公共危機管理的研究成果，或許不一定適合中國各民族地區，然而，卻為

中國民族地區危機管理研究提供了思路和理論基礎；隨著民族學者對中國各少數民族尤其是其

傳統文化與生存環境的深入研究，也為我們深入研究民族地區危機管理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和堅實基礎。



基於此，本文將結合管理學、政治學、民族學與生態人類學等學科知識體系，運用多學科方

法，試圖通過對中國民族地區危機與危機管理現狀的考察與分析，根據民族地區各民族的具體

情況，包括各民族傳統文化、生存生境等，構建一個適合民族地區各族人民的現代化危機管理

體系，以提高民族地區的危機管理能力。我們的研究既注重運用當代危機管理理論和高科技知

識，同時充分重視各民族傳統文化體系在民族地區危機管理中的價值，尊重各民族立足於傳統

民族文化維繫的生存生境；既主張政府在民族地區危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時主張發掘和利

用各民族傳統智慧。

三 構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

危機管理是一個通過危機預警、危機防範、危機處理，以實現避免、減少危機所造成的危害和

損失，並從危機中開拓出新的發展契機為目的的過程。危機管理體系是一個由高層政治領導者

的直接領導和參與下，通過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種資源支援系統的支援下，通過整

合的組織和社會協作，通過全程的危機管理，提升政府和社會的危機管理能力，以有效地預

防、回應、化解和消弭各種危機，從而保障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實現社會正

常運轉和可持續發展的全面的、整合的體系。但在中國民族地區，因為交通閉塞，經濟、技術

相對更為落後以及由於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差異，造成了各民族對危機認識的差異，而各民

族生存環境的不同，使得各民族地區的危機呈現出多樣性與複雜性；另外，各民族在與大自然

長期的相處與鬥爭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應對危機事件的能力和經驗，所以，在構建民族地區危

機管理體系時，一方面應該運用現代危機管理理論，同時必須立足於各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

因地制宜，構建適合於各民族地區的、由政府和各族人民共同參與的現代化危機管理體系。只

有這樣，才能有效預防和控制危機，將危機損害降至最低。

（一）建立和完善適合民族地區的危機管理機制

1 建立適合於民族地區的危機管理組織結構

民族文化因素能加大危機管理的難度，各民族地區特殊生存環境也使得各地區危機變得複雜多

樣。中國民族地區，由於地域遼闊，民族眾多，使各民族文化賴以生存與發展的自然環境、產

業經濟、歷史經歷及宗教信仰明顯不同，從而形成了多層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這種獨特而又複雜的多民族社會文化環境，客觀上決定了各民族地區內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

的各民族價值取向、危機意識以及應對危機的方法與策略都有較大差異，因此，在構建危機管

理組織結構時，除了考慮與國家體系銜接，還必須考慮各民族的具體情況包括民族文化與地域

文化，建立和完善適合於本民族的危機管理組織結構：西藏、寧夏等五個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

及雲南、貴州、青海等應在省級部門設立常設危機管理指揮中心，由政府主要領導人擔任總指

揮，一方面負責各部門與省內各民族危機管理政策的協調，另一方面領導和指揮各種危機事件

的處理；由專業人才專司其職，負責應對危機與危機管理教育、培訓以及危機管理的具體工

作；省級以下地方政府也應該成立相應的危機管理指揮部，專門負責該地區危機事件的應對與

處理工作；在鄉鎮、村以及村寨，得配備危機管理人員，其中鄉鎮級可由武裝部長兼任，村與

村寨由村長、寨老兼任，主要負責危機資訊的收集和上報。

2 建立危機管理的資訊系統和決策支援系統



危機管理，無論是危機的預防、準備，還是危機的回應和危機後的重建，必須建立在準確、全

面、適時的資訊基礎之上；危機管理的政策制定、危機決策也離不開決策支援系統的支援。危

機的最大特點之一在於不確定性和環境的複雜性，這樣，完善的資訊管理對於危機管理能力的

提高至關重要。一個比較完善的危機管理資訊和決策支援系統包括: 資料庫、知識系統、規範

模型、危機的預警系統、電子資訊技術的應用平台等。這些方面，正是民族地區的薄弱環節，

因此，在中國廣大民族地區，應加大危機管理的資訊系統和決策支援系統建設的力度，要把現

代資訊技術運用於危機管理之中，依靠科技力量，提高民族地區政府危機管理的能力。

3 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提供充分的物質和財政資源支援

物質資源和財政資源是政府危機管理的基礎，而這二者的相當匱乏，正是造成中國民族地區應

對危機事件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政府要加大直接服務於人民的基礎設施的投入，民族

地區各級人民政府要把危機管理的預算納入政府的預算體系之中，政府應設立必要的專項基

金，用於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危機；另一方面，省州級危機管理指揮中心（部門）應設置「應

對危機資金籌備委員會」，專門負責向社會各界（主要是大型企業、慈善機構及國際社會、國

際組織）籌備資金，同時建立監督的制度和程式以保證基金的合法、合理以及有效的使用；政

府還有必要建立完善各種戰略性資源的儲備制度，建立資原始目錄，以便在關鍵時期有效地調

動資源。

4 建立有效的危機管理的溝通機制

有效的溝通機制在危機管理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智地、及時地進行資訊溝通，即

使不能防止危機的發生，也可以控制危機及其影響；良好的資訊溝通，可以加強反危機的協調

工作；良好的溝通可以防止資訊的誤傳和謠言的傳播；在危機發生時，政府與民眾的及時溝通

還可以起到穩定民心、警示、教育、監督等多種作用。危機管理過程中的溝通主要包括政府與

民眾之間的溝通、政府與新聞媒介之間的溝通、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民眾之間的溝通。不管

那種形式的溝通，一定要保障資訊的及時、準確和客觀；要保證重要通訊基礎設施的安全和資

訊溝通渠道的暢通；要建立制度化的資訊公開和發布制度；對民眾之間的資訊傳播加以有效引

導，以防止各種誤傳和謠言流傳。

民族地區，由於交通不便，現代通訊不發達，溝通渠道很不暢通，更容易造成資訊的誤傳和謠

言的傳播。關於這一點，歷史與現實都已經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當危機發生時，由於各級缺

乏良好的溝通渠道，妨礙了對危機事件的及時上報，也制約了各級之間有效的溝通。在資訊的

溝通與傳播上，我們可以借鑒日本通暢的防災網路17。在中國中央，應該建立「中央防災網」

下達、上傳各種災害資訊；而在中國民族地區，需建立專門的「危機溝通電話」 制度，即至

少開通一條如火警（119）或匪警（110）一樣的防災或危機事件報告電話專線，溝通民族地區

省、州（市）、縣、鄉（鎮）、村、寨各級，一旦危機發生或發現有危機或災害發生的苗頭，

便可通過電話及時上報；上下各級也可通過此電話進行溝通；百姓還可以通過撥打此電話諮詢

辨認與處理突發性危機事件的有關知識。

這一點應結合目前中國扶貧開發政策，將建設危機管理溝通機製作為民族地區扶貧開發的一項

重要內容來抓，加強民族地區通訊建設力度，盡快做到村村通電話（每個村子至少安裝一部程

式控制電話），以做到資訊的有效傳達與傳播。

5 加強危機管理意識及應對危機的教育



危機意識是制導危機事件的前提性意識。對於政府而言，「危機意識是這樣一種思想或觀念，

它要求一個組織的決策者和管理者從長遠的、戰略的角度出發，在和平發展的時期，就抱著遭

遇和應付危機狀況的心態，預先考慮和預測組織可能面臨的各種緊急的和極度困難的形勢，在

心理上和物質上做好對抗困難境地的準備，預期或提出對抗危機的應急對策，以防止在危機發

生時束手無策，無法積極回應，而遭受無法挽回的失敗」。對於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來說，

都必須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與危機感，並會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增強國民的危機意識。如日本

為了提高國民防災救災意識，將每年9月1日定為「防災日」就頗具借鑒價值18。近年來政府對

各種危機事件的處理已經表明，中國政府危機意識不強，危機意識淡薄正是中國民族地區普遍

存在的問題。在中國民族地區，不僅一般百姓缺乏危機意識，各級政府官員的危機意識也十分

淡薄，集中表現為各級政府官員對危機的防範意識不強，對可能引起危機的不確定因素、危機

爆發的徵兆、信號和結果等知識缺乏應有的了解，對危機的嚴重後果缺乏認識。未能在危機的

源頭上很好地控制危機苗頭，從而使政府處於一個被動局面。危機管理的能力，取決於多種因

素，政府官員和公共管理者的危機管理的意識、知識、能力，以及整個社會公民的危機意識。

因此，強化危機管理的教育是政府危機管理系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此，筆者建

議:把危機管理的教育和培訓納入民族地區政府官員和公共管理人員的教育和培訓之中，而且

將每年的5月1日定為「防災日」，因為每年5-8月為民族地區山體滑坡、泥石流、洪災、旱災

的頻發期，在這一天舉行由各級政府官員參加的全國性綜合防災訓練，一方面可增強危機意

識，另一方面，通過防災演習和操作，讓各政府官員提高災害應對能力。在民族地區基層，一

方面加強對百姓的危機意識的教育與宣傳，並以科學的方法與態度引導少數民族人民對於各種

危機事件的認識；另一方面利用各種形式對百姓進行危機管理知識和技能的傳播和教育，不僅

提高他們的「自救」能力，同時增強他們的「共救」與「公救」能力，使他們在立足於本民族

經驗的基礎上，能夠用科學的方法來處理危機事件，從而全面提升應對危機的能力。

（二）發揚、借鑒各民族傳統文化，發掘、利用各民族傳統智慧

羅伯特‧希斯和中國的張成福教授都意識到了文化在危機管理中的作用。前者認為，民族文化

因素能加大危機管理的難度，後者主張把危機管理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但是，民族傳統文化

卻並未引起危機管理學者們的足夠重視。在筆者的田野調查和研究中，看到了各民族傳統文化

與民間智慧在危機管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國民族地區，雖然普遍存在危機與危機管理意識淡薄的現象，危機管理能力也有待提高，但

是，在親和大自然、適應大自然以及與大自然長期的鬥爭中，各少數民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生

存能力與適應環境的能力，也積累了一定的應對危機與管理危機的經驗與方法，這些東西成為

其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之所以能生存發展，與這種能力的形成是分不開的。構

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需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傳承性，應該充分認識千百年來延續至今的傳

統民族文化體系在少數民族危機管理中的價值，尊重各民族立足於傳統民族文化維繫的生存生

境，而不是簡單機械地拋棄或否定傳統文化。即構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不能單靠外援式或

政府強制式推進，而是要靠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高科技的相互結合，充分發揮民族文化多樣性

優勢，調動各民族內在的積極性，讓各民族的危機管理成為內源式的危機管理。因此，在構建

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時，應充分發揚和借鑒各民族傳統文化，如侗族地區的「款」組織，就

是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堪稱有著嚴密組織的治安聯防、防範森林與居室火災、控制傳染性疾病

擴散和傳入的危機管理系統，很值得借鑒與發揚。我們不妨做一個簡要介紹。

「款」是侗族社會特有的產物，它以氏族血緣關係為核心，以地域為紐帶的組織形式。嚴密有



序的款組織大體分為四級，即小款、大款、中款和聯合大款。小款是侗族社會政治制度形態的

基層組織，一般由一個自然村寨──往往是一個房族組成，或是一個大的村寨加上鄰近的小村

寨組合而成。中款則是由幾個小款構成。大款是由較大區域的若干中款組合而成。聯合大款是

由若干大款或絕大部分侗族地區聯合而組成的。為了應對重大危機，歷史上，侗族地區曾出現

過九十九個款區相聯合的聯合大款，其範圍已經涉及今黔、湘、桂三省區比鄰的整個侗族地

區，歷史上稱為「九十九公合款」。

每個款區都有款首、款頭或頭人。款頭都由群眾推選，一般都推選富有社會生活經驗、有才

幹、又處事公正的中老年人。「款首」負責召集款民制訂款規，並執行款規。有人觸犯款規

時，則召集群眾大會，宣布犯規事實和處理決定，不草率處事。群眾對款規視為清規戒律，不

敢冒犯，對款首、款頭則抱有敬而畏之的心理。對於款首越軌或誣陷行為，要由群眾討論從重

處理。

無論小款或大款，都有集會議事的地點，稱「款坪」，或「款場」。大款、小款都有一定的組

織形式，小款有款頭三五人，大款七八人，多到十幾人，形成一個領導集體，共同處理款區發

生的問題。款頭之下，設收支一人，負責款區的收入、支出、結算、公布；還設專職「長撥」

一人，一般10至20華裏設一撥（以村寨是否處於交通重要位置而定），「長撥」平時負責公共

場所的柴火供應，有事擊鼓鳴鑼，或傳喚村民集會、鳴放信炮、傳遞信件等；如遇緊急情況如

匪患或火災，「長撥」用一塊木板系以火柴、雞毛向鄰村報警，稱「火報文書」或「飛報文

書」，表示事急如火，須飛速支援和緊急防禦。鄰村獲此資訊，一面召集男丁，身帶武器直奔

指定地點，把關守口；一面派人前往起事村寨支援，同時將此信由本村「長撥」，飛報有關村

寨。霎時間，村寨森嚴壁壘，援軍蜂擁而至19。若是村寨發生傳染性疾病，由款首或款頭在村

口高挂以白紙或紅布做的警示，以告誡外人不要進寨；當得知外地發生傳染病，則派人把守寨

口，嚴防外人入寨，以防疾病傳入。

侗族地區的這種款組織，歷史上，對侗族社會的穩定、治安的維護、突發性危機事件的應對與

處理、傳染性疾病的控制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款組織在湖南、廣西及貴州的侗族社會仍

然影響不小。如果借鑒這種組織，並以現代通訊設備與科學觀念對其進行適當改造，將是一個

高效、完善的危機管理系統。而類似於這樣的組織，在其他少數民族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

種合款組織不僅可以在同一民族內進行，在政府的引導下，還可以跨民族進行，即同一地區的

不同民族可以通過各種形式合款，以增強本地區應對危機的力量；不僅如此，為了應對重大危

機，不同民族還可以跨地區合款。這樣，當某一地區發生重大危機事件時，便可通過款組織有

效調動各地人力、物力，共同應對災難。

發揚與借鑒各民族傳統文化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不僅可行，而且可以充分調動民間力量在應對

危機事件中的積極作用，因為只有各民族的傳統文化可以將多方力量凝聚起來，形成穩定、持

續的社會動力，將危機管理的社會活動持續下去。如果危機管理活動與各民族傳統文化脫節，

相關民族的成員參與危機應對與管理的積極性將不能全面調動；如果危機管理各項措施根植於

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中，那麼各民族人民就能夠將其與自己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使之融入其

日常生活之中而成為生活方式的一個方面，即成為一種內源式的管理模式，從而大大減輕政府

危機管理的成本，提高效率。

不僅如此，發掘和利用各民族傳統智慧還是成本最為低廉的危機管理手段。傳統文化並非孤立

地存在，而是與當地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不管哪種傳統文化都必然包含著有

利於相關自然生態系統穩定延續的積極因素──智慧、觀念、技術、技能等等。當事的個人在



其日常活動中，往往是在下意識的狀況中貫徹了傳統文化的行為準則，傳統文化的應對特定環

境中的危機的智慧與技能在付諸應用的過程中，可以不必借助任何外力推動，就能持續地發揮

作用。由於不必依靠外來的投資，而是靠文化的自主運行去實現目標，因此，也是一種最經濟

的危機管理方式。如生息在中國西南水土流失敏感地帶的侗族、水族、苗族和土家族，其傳統

的治水治土的辦法是在陡坡地段預留一到三米寬的水平淺草帶。14 靠這樣的淺草帶去截留山坡

下泄的水土，實現了重力侵蝕嚴重山區的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從而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山體

滑坡等生態危機，且其成效持續而穩定，並不比任何高精尖工程遜色。遺憾的是，隨著科技的

發展，這樣的民族傳統智慧似乎愈來愈為人們所忽視和遺忘，做了不少費時費力卻成效並不顯

著甚至起重大負面效應的事情。因此，在構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時，我們在運用高科技手

段和現代危機管理理論的同時，也應該高度重視各民族傳統智慧，發掘和利用各民族文化中的

這些積極因素。

（三）將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作為民兵組織的主要職能之一

將應對危機事件作為民兵訓練的主要內容之一，使民兵成為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的主力軍。

民兵是中國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穩定的一支戰略力量。正如《中華人

民共和國兵役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的：「民兵是不脫離生產的群眾武裝組織，是中國人民解放

軍的助手和後備力量。」 少數民族地區的民兵組織，不僅是增進民族團結的紐帶，而且是鞏

固基層人民政權、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於相對和平

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民兵的作用並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民兵訓練也大都流於形式，不少地區

的民兵組織幾乎處於名存實亡的癱瘓狀態，這種情況在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普遍。其實，民兵的

作用與職能也是應該與時俱進的。在國際社會相對和平、中國進入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新的歷史時期，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民兵的職能也應該

隨時而變。以前，為了維護邊海防地區安全、應付邊境突發情況和維護社會穩定，曾在基幹民

兵組織中建立應急分隊，民兵應急分隊自組建以來，在維護社會治安、保衛邊海防安全和搶險

救災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應付突發事件、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骨幹力量。筆者以

為，在當今，我們應該進一步發揮民兵組織在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的骨幹作用。將應對突發性

危機事件技能的訓練提高到與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增強民兵應對危機的能力，不僅能

充分發揮民兵組織的應有作用，啟動民兵組織的活力，同時，可大大提高民族地區應對突發性

危機的能力。具體做法是：首先由省級相關部門選派危機管理專家對各民族地區民兵骨幹進行

培訓，向他們傳授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的相關知識和技能；之後，將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作為

各民族地區民兵訓練的重要內容之一來進行，每年集中訓練一次，由民兵骨幹對各民族地區的

民兵進行該方面技能的訓練，內容包括資訊的收集、危機的識別、危機的應對以及危機的善後

處理等。該工作可以結合當前的民兵整組工作，指導人武部完善民兵應急預案，利用春節前夕

外出打工民兵返鄉之機，開展形式多樣的危機意識教育和技能培訓。通過這樣的訓練，使民兵

成為應對突發性危機事件的專業化團隊。針對危機的需要，與日常社會服務相結合，組建危機

治理的基幹力量。在團隊中配置一定的通訊、交通和保障等裝備，定期性地進行類比危機的訓

練，探索新技術、新方法。

（四）加強國際聯繫，借助國際資源

加強國際聯繫，借助國際資源在公共部門的危機管理的研究中已經達成了共識。因為在全球化

的時代，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出現的危機，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國際化的影響。危機管理問題一直



是國際社會、國際組織和地區組織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預防和管理各種各樣的危機和災難一

直是聯合國長期以來所致力於的事業。聯合國的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OCHA）、聯合國難民事

務各級委員會、世界糧食計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直接介入危機和災變的管

理。在國家層次，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直接代表聯合國協調危機管理事務。國際氣象組織、國際

糧農組織、國際紅十字會和國際紅十字聯合會也介入國際和地區性的危機管理。在這個更加變

得相互依賴的世界中，中國政府有責任，也有壓力與國際組織在危機管理方面加強聯繫、擴展

合作。在危機管理上，我們要積極爭取國際性的組織和地區性的組織在資金、人員、技術、教

育和培訓、以及道義上的支援，同時加強與國際組織在資訊方面的溝通。在中國民族地區，由

於交通不便、經濟、技術落後、物質資源匱乏，當發生重大突發性危機時，加強同國際社會的

聯繫，借助國際資源，顯得尤為必要。如中國雲南省納西族聚居地麗江1996年發生大地震後，

通過多種有效渠道，向外國政府和國際性組織求援，獲得了日本、荷蘭、泰國等國政府、香港

樂施會及香港愛民會等民間組織的巨大支援，接收到了大量國際性的緊急救助資金和物資20，

這些資金和物資對抗災減災、渡過難關和災後重建工作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然而，目前中國的狀況是：幾乎所有民族地區都未同國際社會與民間組織建立正式的聯繫與交

往渠道，而雙方長期性、制度化的聯絡幾近空白。

因此，在民族地區，各級政府應該盡可能地建立同國際社會有效的聯繫與溝通渠道：首先要在

省級部門設立常設機構，並有人專司其責；其次要建立通道，以便能有效聯絡；第三要確立互

訪機制，平時加強事業與情感聯繫，增進了解，加深感情，以綢繆於未雨之前。當危機發生

時，通過與國際組織的聯繫，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援，這樣，不僅能在物資上獲得援助，還能在

技術、道義上得到大量支援，從而幫助災區順利戰勝危機。

另外，由於民族地區各民族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差異大，在構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的時

候，也應該充分考慮各民族的不同文化和生存環境，管理策略得因民族和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危機，其應對與管理措施也應該是不一樣的。

總之，科學的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應該是一個由各級政府大力支持並積極參與，同時立足民

族地區，利用民間力量、民兵組織及國際資源，既充分運用現代科技力量，又廣泛借鑒各民族

傳統文化，發掘和利用民間傳統智慧，以充分調動人民群眾主動性與創造性的內源式整合體

系。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的構建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整合管

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民族學、生態學等學科知識和專家、學者的力量，以及社會各界包括

民族地區每一位元公民的廣泛參與，在戰略上，應結合目前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現代化以

及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目標，將構建民族地區危機管理體系、提升民族地區政府與社會的危

機管理能力作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現代化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來進行。

筆者不揣淺陋，僅僅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思路，旨在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更多實質性的研究，

不僅需要中國政府的支援和參與，同時需要大量學者的共同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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